
榮譽法學博士梁定邦博士讚辭 

在梁定邦先生的中環辦公室內掛著一副對聯：「非淡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而梁先生將之翻譯為：

If I am consumed by ambition, I cannot attain my ideals;
If I do not attain tranquility, I will not achieve lofty goals.

對聯原文出自諸葛亮「誡子書」，而梁先生則奉之為履行公職的座右銘：為民服務不應
圖報；唯一回報乃為民服務。這種古代的理想成為梁先生一生秉持的原則，令他對三十多年
來的公職生涯樂此不疲、義無反顧。

梁先生現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首席顧問，積極協助推動中國金融體系的改革和發
展。這項任命源於一九九八年，當時的中國國家總理朱鎔基對梁先生擔任香港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主席期間的出色表現非常欣賞，並以年薪一百萬美元顧問費游說他出任中國證
監會首席顧問的要職。考慮片刻後，梁先生向朱總理表示願意有條件接受邀請。他提出了一
個條件：將年薪減至一元。

梁先生這個出人意表的決定，帶出了他即將要面對的、金融改革中最核心的問題。這就
是完善機制和法律架構固然是當前急務，但只有道德操守才能足以保證整個制度改革成功。
正如他在受命之際曾明言道：「一個監管機構必須創造一個令國際及本地投資者都有足夠信
心的投資環境，相信會受到公平和公正的對待。然而最有效的監管亦只止於此，高度的誠信
和高水平的專業能力，才是維繫一個高效率、令投資者信賴的市場最重要因素。」梁先生不
惜犧牲個人的金錢利益，因為他相信惟有如此，才能理直氣壯地宣揚誠信、公正及信譽等價
值觀念，並加以發揚光大。他以中國傳統和基督教所高舉的道德觀為準繩，認為若以中國享
有最高待遇的顧問自居，則無論如何義正詞嚴都難以服眾，故寧捨一己之私利，換取一言九
鼎之成效。他認為自己的工作有點像傳教士，並如聖經撒種的比喻，今日撒下種子，他朝定
能結出法治之果。

當年梁先生在九龍聖芳濟書院擔任初級老師的時候，已從其鍾愛的數學中領悟出為公為
私，都必須重視原則和法律。一九六六年，年僅十九的梁定邦通過考試加入政府成為行政主
任。在新的工作崗位上，他再一次印證了一個道理—即使是行政工作上的正確程序和方法，
都一樣離不開基本的原則。從他對法律的初步認知到視法律為終生追求的理想，當中其實只
是一步之距。他形容自己對法律的「熾烈熱情」在一九六九年開始燃起，當年他通過考試而
升至政務主任。一九七一年他獲獎學金到英國修讀哲學、政治及經濟，課餘則在倫敦大學修
讀校外法律學位，而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間，他為了遠赴倫敦應考大學畢業試及律師執
業試，選擇停薪留職。

梁先生於一九七六年加入了廉政專員公署，後來晉升為助理署長，專責社區關係。跟他
後來出任香港證監會主席及中國證監會顧問一樣，廉署的工作亦帶有傳道及推銷的性質—要



將廉署的角色傳達予經常抱有疑慮的公眾。當時疑心最重的，莫過於警務人員，由於當時貪
污的情況十分普遍，以致警務人員容易誤會，以為廉署專門打擊警隊。部份警務人員在和記
大廈外集合抗議，政府遂宣佈特赦，才化解危機。梁先生和他多位廉署高層同僚一度考慮辭
職，但幸好姬達先生（後來受封為姬達爵士）意志堅定，激勵廉署上下，才打消這個念頭，
繼續爭取肅貪倡廉。梁先生任職廉署期間獲委以重任，負責在公務員體制中建立高透明度和
問責文化。梁先生協助廉署成立新部門，負責向政府管理層提出意見，推行適當政策，防止
貪污。他又再撒播廉政的種子，要向全香港宣揚廉潔對公務員何其重要，要得到市民信任，
就必須以法律為依歸，堅持高度透明，處事公正。今天香港公務員和紀律部隊廣受尊重，當
然是其歷屆領導和員工上下一心多年奮鬥的成果，梁先生及其同儕在七十年代創建廉政基
礎，可謂功不可抹。

一九七九年，梁先生按個人意願轉投法律界。由廉署高層變成法律界的無名小卒，開始
的時候並不容易適應。但他勇於面對現實，為了維持基本生計，他對大小工作都來者不拒。
他曾涉獵各個民事及刑事領域，直到八十年代後期才集中處理土地及城市規劃方面的案例，
並且備受推崇。一九九零年成為資深大律師，不久更晉身成為高等法院暫委大法官。

梁先生積極參與公職事務。他曾是醫院管理局主要成員及多個政府諮詢委員會委員，香
港聯合交易所獨立董事及其附屬的紀律委員會主席，而他更出任上市委員會委員，肩負中國
國營企業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巿的主要法律條文起草工作。這些經驗成為梁先生事業上另一
個重要轉捩點—他於一九九五年正式接受委任成為香港證監會主席。

作為香港證監會主席，梁先生知道締造香港的前途，自己是責無旁貸的。在中國即將恢
復行使香港主權的關鍵時刻，最重要的是要保持香港證券及期貨市場多年努力建立的、公正
持平的優良信譽。在配合過渡而進行架構重整的同時，必須確保現存的監察系統不受削弱，
當中涉及從多個層面作出平衡，這既是一種挑戰，也是對證監會獨立性的一個重大考驗。梁
先生當時一方面要向港英政府匯報，另一方面又同時要跟中國中央政府建立良好的關係，而
最富挑戰性的事件莫過於跟台灣監察委員會簽定合作備忘錄；雖然當時中英雙方關係並不融
洽，但最後還是得到中國中央政府的首肯和支持。

為了完成另一個更重要的使命—維持甚至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梁先生
再一次回到撒種與概念推銷的工作上，當中最重要的包括向國際社會宣示：香港的金融和商
業運作系統必然繼續在嚴謹的法律規管下維持一貫的最高誠信，絕不會因為主權的改變而動
搖；結果梁先生不負重託，完成任務。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間，亦即香港關鍵的過渡
期，梁先生獲選為國際證監會組織技術委員會主席，成為首位出任該職位的亞洲人，他借此
良機進一步向國際展示，香港擁有獨立監察機制體系。

在擔任多項公職的同時，梁先生亦投身教育工作。他曾多次出任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客
座教授及訪問學者，又先後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浙江大學、南開大學、
中山大學、復旦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及上海國際金融學院等



著名學府擔任客座教授、榮譽教授或兼任教授。他既享受教學的樂趣，亦時刻不忘向學生灌
輸誠信之重要性，並經常強調：除非能夠從邏輯和道德上找到堅固的立足點，否則不應隨便
妄下定論。他亦謙虛地表示，自己從學生尤其是他協助指導的內地大學研究生身上獲益良
多，進一步加深了他對中國內地的了解。

梁先生對中文大學貢獻良多。他在一九九五至九七年間擔任大學校董會副主席，自
一九九四年成為校董會成員後，便一直出任教職員服務規則委員會主席，同時亦為香港中文
大學探討大學整合專責小組、大學管治專責小組、榮譽院士委員會、員工委任顧問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及香港中文大學—新界東醫院聯網臨床研究倫理聯席委員會委員。一九九五年，
他以公積金計劃信託人身份成功協助推行本校新的公積金計劃。多年來梁先生一直對大學的
行政及規劃、特別在法律層面提供寶貴的意見。

主席先生，梁定邦先生高風亮節，是傑出的大律師、顧問及行政人員，他一直致力於香
港及中國內地建立完善的監察機制，成效有目共睹。本人謹恭請主席先生頒授榮譽法律博士
銜予梁定邦先生。 


